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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国战争期间西南护国军接受日本资金、武器考 *
承 红 磊

摘 要：护国战争期间，西南护国军从日本接受了一定资金和武器支持。日本方面的支持完全服务于其

自身的战略利益，并非对中国的民主共和事业有多大同情。而且这种支持并非日本政府直接出资，更多是在

日本政府的鼓励之下，由民间资本出资。日本对西南护国军提供的资金和武器援助主要包括现金 100万日

元、步枪 28500支（内含云南自购 4000支）、火炮 32门、机关枪 12挺。在云南，日本武器到达的时间在 1916年 6
月初，对战局影响不大；在广东，日本提供的现款对桂军东下有一定作用，不过日本武器装备两广护国军已在6
月下旬，发挥作用主要在“驱龙之役”中。袁世凯取消帝制在 3月 22日，去世在 6月 6日，难以认为日本对护国

军的支持在帝制运动的失败和袁世凯的败亡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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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5年 12月 25日至 1916年 7月 14日的护国战争，是在民国初年袁世凯发动帝制逆流的情形下，孙

中山等中华革命党人，梁启超、蔡锷等原进步党人，以“欧事研究会”为代表的国民党稳健派，以及唐继尧

等地方势力共同反对帝制、捍卫共和的重要行动。这场战争，维护了辛亥革命所确立的民主共和体制，

在中国近代史上具有重要意义。同时，这场战争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试图趁机扩大对中国的

侵略。这就决定了日本势必试图通过与护国军的联系，为其侵华目标服务。

既有研究对洪宪帝制运动期间北京政府与日本的关系关注较多，刘彦在 1921年即称“日本政府对

于袁氏外交上之打击，其功实不在护国军之下”；张忠绂承继其说，提出“袁氏帝制运动之失败，其主因在

于日本之反对”；来新夏等认为“日本对帝制态度的变化，对袁世凯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唐启华也主张

“外交因素应是帝制失败的主因”。不过旅日学者杨海程于其近著中在分析日本与帝制运动的关系后，

认为虽然日本的倒袁政策“不断加剧中国时局的混乱”，但是袁世凯失势的主要原因仍在于“北洋派内部

的分裂”①。日本与护国军的联系相对来说受到关注较少②。近年来，随着对护国战争前后的中外关系研

究愈趋深入，学界对日本与护国军的联系有了更多认识。比如有学者认识到，“自一九一五年底所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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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文出版社，2011年，第170页；来新夏、焦静宜、莫建来等：《北洋军阀史》，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383页；唐启

华：《洪宪帝制外交》，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第 354页；楊海程：『日中政治外交関係史の研究―第一次世界

大戦期を中心に―』、東京：芙蓉書房出版、2015年、第113頁。

②    比如谢本书等所撰《护国运动史》及李新主编的《中华民国史》第 2卷均无太多涉及。参见谢本书、冯祖贻、顾大

全、孙代兴、高光汉：《护国运动史》，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16 年；李新、李宗一主编：《中华民国史》第 2 卷（下），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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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护国讨袁运动，受了日本在经济上的援助，产生了相当的影响，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①；有学者讨论了

日本在护国战争期间与反袁各派的广泛联系以及对南北妥协产生的重要影响②；还有学者甚至感慨：“中

国南北政客武人，不知二十一条为何物，置之不顾，护国之役，夙兴夜寐纷纷恳求日本支持援助，委身唯

恐不及，欲借外力以达到国内目的。”③对护国军评价较为严苛。

日本对护国军的援助是多方面的，包括情报支持、战术指导、交通支援、人力支持以及资金和武器的

援助等，其中具体的资金和武器数量是一个重要指标。四川和湖南是护国战争的主战场，云贵护国军和

两广护国军为代表的西南护国军可以说是护国军的主力④。而相对来说，学界对中华革命党所获日本资

金和武器援助讨论较多⑤，对西南护国军所获日本资金和武器却尚无细致讨论。比如岑春煊自己提到他

从日本借得“日币一百万元，并两师炮械”⑥，而林明德和彭泽周均提到 1916年久原房之助向岑春煊提供

100万日元，却甚少关注“两师炮械”⑦，两种说法有显著差异。俞辛焞提及岑春煊由久原处借得 100万日

元，同时表示“据传岑春煊用这笔借款购回能装备两个师的武器”，所说较为模糊⑧。此外，与资金相比，

显然武器在战场上发挥的作用更为直接。如果日本对西南护国军有武器援助的话，这些武器于何时运

到，也是探讨日本对护国战争的进程所发挥作用时不能不考虑的问题。既往研究对于这一点，着墨更

少。厘清西南护国军所获日本资金、武器详情，不仅可以更深入认识日本干涉护国战争的渠道、方法，还

可为重新评估日本援助对护国战争结局所产生的影响提供契机。本文在全面梳理中、日文档案的基础

上，辅以新见的法、英档案，尝试对这些问题作一解答，以就教于学界。

一、云南护国军所获日本武器 
云南地方贫瘠，在晚清为接受他省协济的省份。其军工厂只能生产一定数量的弹药，不能生产枪

支，所以武器有匮乏之虞。这些因素，都是唐继尧在是否发动起义的问题上比较踌躇的原因。1915年

12月初，蔡锷由天津南下途经日本时，通过王辅宜（即王侃）向日本参谋本部提出想借一两个师的步枪

装备。不过直到岑春煊到达日本，交涉仍然没有结果，后续交涉由岑春煊负责⑨。

岑春煊于1916年1月下旬抵达日本。其赴日目标，除了与孙中山联络反袁之外，更重要的是为云南

①    彭泽周：《护国讨袁与久原借款》，彭泽周：《近代中国之革命与日本》，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9年，第187页。

②    承红磊：《日本与护国战争期间的南北妥协》，《历史研究》2020 年第 3 期，第 132—154 页；承红磊：《纵横捭阖：护

国战争期间青木宣纯的在华活动》，（香港）《二十一世纪》第212期，2025年12月，第37—54页。

③    李吉奎：《护国战争与日本》，载李吉奎：《龙田学思琐言——孙中山研究丛稿新编》，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11
年，第302页。

④    本文所谓“西南护国军”，主要指的是举旗首义的云南护国军和两广都司令部下辖的两广护国军，而未把邓铿、

朱执信、徐勤等领导的广东民军、刘存厚领导的护国川军、刘显世下辖的护国黔军涵盖在内。邓铿、朱执信等主要是通过

孙中山与日本接触，一般被纳入中华革命党系统之内；徐勤领导的民军未见其与日本有密切联系；刘存厚领导的护国川

军和刘显世下辖的护国黔军与日本产生联系的渠道主要是云南护国军。这种偏重，不影响讨论结果。

⑤    王玮琦：《中华革命党之研究》，台北：正中书局，1979年，第 100页；彭泽周：《护国讨袁与久原借款》，彭泽周：《近

代中国之革命与日本》，第183页；楊海程：『日中政治外交関係史の研究―第一世界大戦期を中心に―』、第104頁。

⑥    岑春煊：《乐斋漫笔》，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40页。

⑦    林明德：《近代中日关系史》，台北：三民书局，1984年，第 121页；彭泽周：《护国讨袁与久原借款》，彭泽周：《近代

中国之革命与日本》，第183页。

⑧    俞辛焞：《辛亥革命时期中日外交史》，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584页。

⑨    王辅宜：《护国军起义时期与日本密谈借款购械的内幕》，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

会暨云南、贵州、四川、广西、广东、湖南等省、区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合编：《护国讨袁亲历记》，北京：文史资料出版

社，1985年，第100—10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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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国军争取日本的资金和武器援助。岑在日本期间，与梁启超一直保持电报联络。2月，唐继尧致函梁

启超、岑春煊等，谈及购买武器事，称“我军进行，此为先决问题”，并表示不惜以相当抵押品借款，以暂付

军械款项①。3月初，梁启超受陆荣廷之邀南下广西，12日经过香港时，会见了日本驻港总领事今井忍

郎，正式向今井转达了云南方面希望日本援助 1万支步枪、40挺机关枪、山炮若干的请求，表示费用无法

立即支付，如果必要的话可以提供相当担保，同时建议日本在广西军队占领广东钦州、廉州（当时属广东

省，作者注）以后即将上述武器运来②。

日本政府在 3月 7日正式制定了“倒袁”并在中国树立“优越势力”的对华政策③。在这种情况下，3
月 20日，在日本政府的说合下，作为云南军政府代表的岑春煊、张耀曾最终与久原房之助的代表竹内维

彦签订 100万日元借款合同，作为反袁军费，二人保证于计划成功后，“极力举中日亲善之实，并以此方

针指导中国国民”④。久原房之助是日本的一位大资本家，他所掌握的久原矿业，是一个集金属开采和冶

炼为一体的大型企业，此时乃日本三大矿业公司之一。一战爆发后，日本工矿企业迎来了发展契机。各

企业不仅在日本国内将经营多元化，扩展事业版图，还在海外（尤其是东亚和东南亚）扩张，填补欧洲企

业退却所留下的空间。为此，1916年 3月，久原矿业在市场上公开发售股票，增资 3000万日元，作为扩

张经费。通过久原在增资时的谈话更容易理解久原为护国军提供资金背后的意图。久原说道：

自从我独立从事矿业以来，至去年年底恰好已满十年。这一时期，可以说是创业的第一阶段，

主要从事的矿种仅限于金、银、铜，开采的区域自然也仅限于日本领土之内。从现在开始，可以称为

创业的第二阶段，除了金、银、铜之外，已经开始涉足石油领域，对铁矿的开采也不能忽视，并且对于

其他各种矿物也持续进行研究，不敢有丝毫懈怠。此外，开采的地域也不再局限于日本领土，而是

希望能在支那、满洲、南洋，乃至世界各地广泛发展，因此正在积极地进行各方面的准备工作。⑤

日本资本家想在中国扩张事业版图的野心，跃然纸上。久原愿意向革命党人提供资金，原因正在于

此。事实上，早在2月20日，久原已向孙中山提供了70万日元借款⑥。

不过岑春煊在日本所借款项的数额，值得进一步考量。岑自己回忆说：“当是时，虽有云南起义，而

饷械俱缺，难于持久……乃约同章士钊、张耀曾二人，东渡日本，说其当局，共讨袁逆……借得日币一百

万元，并两师炮械，携之回国。”⑦岑明确说他借的是“日币一百万元，并两师炮械”，并非只有 100万日元。

在日参与借款事宜的王辅宜回忆说，岑春煊在日本所签草约中，借款数额为“日元二百万元，包括军械价

在内”；军械则包括两师人的步枪装备，包括附件、子弹在内，但是没有重武器⑧。王辅宜的回忆与岑春煊

所记有显著差异，一是借款数额，二是武器种类。

岑春煊回国后，支持林虎招集旧部重建了军队。因此，林虎与岑春煊及军务院关系密切。据林虎回

①    《唐继尧致梁启超等函》（1916 年 2 月），李希泌、曾业英、徐辉琪编：《护国运动资料选编》，北京：中华书局，1984
年，第181页。

②    「石 井 外 務 大 臣 宛 今 井 総 領 事 電 報」（1916 年 3 月 12 日）、JACAR（アジア歴 史 資 料センター） Ref.
B03050722400、『袁世凱帝制計画一件/反袁動乱及各地状況』（以下简称『反袁動乱』）第 5巻、第 116－118頁、日本外務省

外交史料館。

③    《日本内阁决议》（1916年3月7日），章伯锋、李宗一编：《北洋军阀》第2卷，武汉：武汉出版社，1990年，第1295－1296页。

④    《岑春煊借日款之契约书》，《近代史资料》1982年第4期，第171—172页。

⑤    久原此处将“支那”（中国）与“满洲”（中国东北）并称，是抗日战争胜利之前日本人的常见做法，反映了其时日本

对中国东北的觊觎之心。参见久原房之助伝記編纂会編：『久原房之助』、東京：日本鉱業株式会社、1970年、第176頁。

⑥    《向久原房之助借款的收据》（1916年2月20日），李吉奎等编：《孙中山全集续编》第2卷，北京：中华书局，2017年，

第143页。

⑦    岑春煊：《乐斋漫笔》，第40页。

⑧    王辅宜：《护国军起义时期与日本密谈借款购械的内幕》，《护国讨袁亲历记》，第10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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忆：“广西独立后，岑春煊在日本借得二百万元：一百万元现款，一百万元军械（约得步枪一万四千五百

支，速射山炮二十门，捷制是乃德重机枪八挺，以及各种弹药）。岑雇了一条日本商船连同军械开到广东

肇庆，陆荣廷已先到肇庆等候。”①林虎回忆中所称借款数额与王辅宜所记相同，但所述武器种类跟岑春

煊所述“两师炮械”则更为接近。那么借款数额和武器到底如何呢？

在军务院成立之后，黄兴曾代军务院与日本交涉借款事宜。李书城作为黄兴助手，了解这一情况，

应当也通过黄兴对此前岑春煊与日本的交涉有所了解。他回忆说，黄兴抵达日本时，“日政府先已借给

岑春煊二百万日元，以半数作军费，半数在日本购买军火”②。李书城的记载，与王、林、岑的记载可以相

互印证，说明借款总额二百万，包括现款与武器借款的说法大致是可信的。

再来看日方材料。据日本外务省东亚局在1934年所编《大正五年援助南方借款表》，日本于1916年

3月 20日由竹内维彦（久原房之助代表）给与岑春煊、张耀曾借款 100万日元，1916年 5月 10日、6月由芳

川宽次分别给与护国军代表赵伸、张孝准、王侃武器借款 448，913日元、747，028日元，其中 407，413日

元、691，228日元为武器及军需品费用，其他为运费及保险费。

赵伸、张孝准、王侃三人是军务院驻日委员，芳川宽次则是日本三井物产的职员。三井物产属于日

本三井财阀，主营海外贸易，也涉足煤矿、铜矿、造船和钢铁等领域。它在辛亥革命时期就曾为上海和广

东的革命政权提供武器③。它愿意给军务院提供借款，除了配合日本政府的政策之外，与久原一样，也有

扩大在华业务的考量。岑春煊所签借款协议和王辅宜等所签武器借款协议是什么关系？王辅宜在回忆

中说道：“一九一六年五月，护国军在广东肇庆设立军务院。岑春煊任我为军务院驻外代表。与此同时，

我在日本签订了借款正约。在正约上，我以原名王侃代表中国方面签字。由此时起，密约开始生效。”④

可见，王辅宜将自己参与签订的武器借款协议视为“正约”。于此有理由推断，岑春煊在日本时与日本达

成了借款 220万日元左右的意向，并接受了 100万日元的现款。但是，由于当时运输武器的渠道尚未打

通，武器借款于岑春煊在日本时并没有完成全部手续，而是在岑春煊回国后由赵伸、张孝准、王侃三人完

成借款手续，具体金额为 1，195，941（约 120万）日元，其中约 110万日元用于购买武器。王辅宜、林虎、

李书城所称二百万元大致不差，但不太准确。

那么这 110万日元到底购买了多少武器呢？王辅宜回忆称所买枪式为当时日本通用的明治四二年

①    林虎：《我与陆荣廷联系讨袁护国的经过》，《护国讨袁亲历记》，第253页。

②    李书城：《辛亥前后黄克强先生的革命活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湖南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湖南

文史资料选辑》第1集，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59页。

③    俞辛焞：《辛亥革命时期中日外交史》，第113—114页。

④    王辅宜：《护国军起义时期与日本密谈借款购械的内幕》，《护国讨袁亲历记》，第106页。

表1　日方档案中日本援助西南护国军资金、武器表

借款人

岑春煊、张耀曾

赵伸、张孝准、王侃

赵伸、张孝准、王侃

总计

借款日期

3月22日

5月10日

6月

贷与方

竹内维彦

芳川宽次

芳川宽次

金额（日元）

1，000，000

448，913

747，028
2，195，941

备注

根据3月20日合同

年利率 10%，其中 407，413 日元为购买武器费用，其

他为运费及保险费

年利率 10%，其中武器及军需品资金 691，228 日元，

其他为运费及保险费

资料来源：「対中国借款関係文書一覧」、久原房之助伝記編纂会編：『久原房之助』、東京：日本鉱業株式会社、1970年、第 194頁；

外務省東亜局：「大正五年南方援助ニ関スル借款」、JACAR Ref.  B02130154300、日本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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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每套价格“日元十九元五十钱”①。林虎回忆称岑春煊的一百万元军械借款购得“步枪一万四千五百

支，速射山炮二十门，捷制是乃德机枪八挺，以及各种弹药”②。这笔武器到底包不包括火炮？岑春煊称

自己所得包括“两师炮械”，看来是有火炮的，林虎的说法比较可信。另外，法国的档案可以提供旁证。

1916年 4月 21日，法国驻华公使康悌（A.  R.  Conty）向法国总理兼外交部长白里安（Aristide Briand）
报告，唐继尧通过中间人与他接触，请求他与法属印度支那总督交涉，以便护国军能经由法属越南往云

南运送由日本而来的1万支步枪和12门火炮，唐解释说经由北海和广西运输路途太远且过于昂贵③。可

见岑春煊代表云南军政府向日本所购武器中确实有火炮，而且这批火炮中有 12门是要运往云南。此

外，根据王辅宜提供的价格，一万四千五百套步枪的价格约为 28万日元，110万日元的武器费用，肯定还

包括火炮或机关枪，林虎的说法更可信。

当时受日本参谋本部派遣驻扎在昆明、负责与云南护国军联系的山县初男后来回忆说：

到了这个时候，日本政府的态度也终于逐渐变得明确起来。当时的大隈内阁开始对革命军持

同情态度，批准泰平组合向云南政府出售武器。芳川宽治氏代表中方将款项支付给泰平组合，并将

一万支步枪、十二门山炮、四挺机关枪及随附弹药，从广西省的钦州湾登陆卸货。将这些交付给云

南政府的接收人，是在三月下旬。④

山县初男的这段回忆提供了重要信息。其中提到是芳川宽治（即芳川宽次）代为支付的款项，这与

前述芳川宽次借款给护国军相吻合。文中还提到出售给革命党人武器的是泰平组合。众所周知，泰平

组合成立于 1908年，是在时任日本陆军大臣寺内正毅的直接命令下由高田商会、大仓组、三井物产共同

组建的军火贸易组织，主要着眼于对中国等国输出武器。因为其与日本陆军的联系，有学者称其为日本

陆军的“雇佣组织”。这样，日本陆军提供这笔军火的性质也就很清楚了。文中还提到这批军火包括“一

万枝步枪、十二门山炮、四挺机关枪及随附弹药”，与 4月 21日法国驻华公使康悌报告中所言相比，补充

了这批武器中还有四挺机关枪的细节。不过回忆中提到日方交付武器是在“三月下旬”，却不大准确。

岑春煊所购武器中有 1万支步枪和 12门火炮、4挺机关枪及所附弹药要运往云南方面，那么这批武

器是什么时候运到的呢？蔡锷率领的第一军从云南出发时每门炮配备炮弹一千发，机枪每挺配子弹五

万发，步枪每支配子弹一千发，但之后长期得不到补充⑤。1916年 3月初叙府失守后，唐继尧曾命新编廖

廷桂支队支援在川护国军，不过该支队“武器均系柜盖枪、九子枪及二人抬等，尽系废物”⑥，说明云南此

时确实没有什么库存武器了。护国军 3月底在四川战场与北洋军停战，部分原因即在于弹药不足。4月

初，蔡锷在致唐继尧电中提到“日人虽云实力助我，尚未发生实效”“速向日本订购军火及制弹药器械运

滇”等语，说明此时向日本购买的武器还没有运到⑦。4月 13日，北路黔军（归戴戡领导，配合蔡锷作战）

的杜绍甫在日记中写道：“我早已由日本购得大宗军火，不日即当运到。”⑧由此可以看出在川滇黔军对于

已由日本购得军火一事是知情的，并且预判即将运到。

①    王辅宜：《护国军起义时期与日本密谈借款购械的内幕》，《护国讨袁亲历记》，第105页。

②    林虎：《我与陆荣廷联系讨袁护国的经过》，《护国讨袁亲历记》，第253页。

③    M.  Conty à M.  Briand， 21 Avril 1916， Commission des Archives Diplomatiques ed. ， Documents Diplomatiques 
Français， 1916， Bruxelles： P.  I.  E.  Peter Lang， 2017， p.  719.

④    山県初男：『中国』、東京：三原朝雄個人出版、1967年、第96頁。

⑤    金汉鼎：《护国军入川与北军作战经过》，《护国讨袁亲历记》，第 74页；李丕章：《泸纳战役和军医工作》，《护国讨

袁亲历记》，第189页。

⑥    刘云峰：《叙府作战及袁军谈判》，《护国讨袁亲历记》，第54页。

⑦    蔡锷：《致唐继尧电》（1916年4月2日）、《致唐继尧等电》（1916年4月3日），曾业英编：《蔡锷集》，长沙：湖南人民

出版社，2008年，第1342、1346页。

⑧    杜叔机：《护国战争中的北路黔军》，《护国讨袁亲历记》，第21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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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王辅宜在回忆中还称在日本所购武器在验收后由“嘉悦设法密运中国”①。这里的“嘉悦”即是

嘉悦敏，王辅宜在回忆中称嘉悦是蔡锷留日时的同学，这其实是个误会。 因为嘉悦敏早在 1891年即从

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而蔡锷 1903年入读该校，两人不可能是同学。不过二人在陆士期间均在骑兵

科，所以嘉悦算是蔡锷的学长。嘉悦是 4月 6日前后到达昆明的②，此行主要应是安排武器运输事宜。4
月 26日，日本参谋本部所派驻扎昆明的山县初男报告说，云南第三军已编成二旅，“只待武器”，并表示

云南将派缪嘉寿前往香港，以接收武器，“等待回复运输武器船只的日期”③。嘉悦在5月5日与山县初男

联合报告说，云南“对于将一半武器分给广东十分痛苦，或会成为妥协的原因”，提出“广东武器应当足

够，务必全部运到云南”，说明此时参谋本部正在安排往云南和广东运输武器事宜。而嘉悦和山县还在

报告中说：“船舶名称及是否停寄香港，以及我是否要派人前往，静候回电。”④可见，唐继尧等与法国的交

涉没有成功，这批武器还是通过船舶运到广东，再运往云南的，与山县初男的回忆一致。而且，至 5月

初，仍然尚未运到。

直至 6月 7日，蔡锷还催唐继尧“尽库藏所有，每枪补足千发，速解前敌”，并表示“迭电哀恳”，唐“究

未照办”，以致“同袍将士，颇滋疑虑”，强调“万勿河海是幸”⑤。这说明蔡锷知道唐继尧此时有能力往前

线补充大批弹药，但是怀疑他对在川护国军区别看待，所以才说“万勿河海是幸”。众所周知，6月初，唐

继尧将云南军队除原编护国三军以外，新增五军，共为八军，以至于蔡锷在覆戴戡电中嘲讽：“古者天子

六军，今能驾而上之，蓂公（即唐继尧——引者）之魄力伟矣。”⑥在川军队乏饷少械，唐却能新增五军，武

器从哪儿来？护国战争期间任云南军政厅长的庾恩旸称：“厥后八军成立，无乏械之患者，皆由各方面得

来甚多之故。”除了黄毓成由龙觐光部缴械所得千余支以外，主要购自日本，即庾恩旸所称“第一次买得

四千余枝，第二次买得一万枝，计共一万余枝，均先后设法运回”⑦。有理由判断，庾恩旸所说的一万四千

余支步枪，大部分已在 1916 年 6 月初运抵云南，供唐继尧编设八军之用。我们再从档案中可以见到，

1916年 7月初，云南军队中确有村田式连发枪 1万支⑧。云南新军本来装备的是日式三十年式步枪，后

来锡良在担任云贵总督期间购进了足敷一镇所用的德制六八口径步枪，并无村田式步枪⑨，到 1916年 7
月初却有了村田式连发枪 1万支，这些枪必定是新从日本购买的。不过由此也可以看出，日方向云南提

供的，并不是其最新的三八式或四二式步枪，而主要是村田式连发枪。这种枪支日本军队在甲午战争中

使用较多，此后已逐渐淘汰。王辅宜所说每套价格比沙俄由日本购买的枪支便宜了一半多，并不是日本

方面对革命党有特殊优待，而是因为这批枪支已经过时。

前述梁启超所提请求、法国档案、山县初男回忆中均称云南所得武器为 1万支步枪，而庾恩旸却称

①    王辅宜：《护国军起义时期与日本密谈借款购械的内幕》，《护国讨袁亲历记》，第106页。

②    「石井外務大臣宛堀領事電報」（1916 年 4 月 9 日）、JACAR Ref.  B03050725200、『反袁動乱』第 8 巻、第 181 頁、日

本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③    「参謀総長宛山県少佐電報」（1916 年 4 月 26 日）、JACAR Ref. B03050728000、『反袁動乱』第 11 巻、第 306 頁、日

本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④    「参謀総長宛嘉悦大佐、山県少佐電報」（1916 年 5 月 5 日）、JACAR Ref. B03050729500、『反袁動乱』第 13 巻、第 
80頁、日本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⑤    蔡锷：《致唐继尧等电》（1916年6月7日），曾业英编：《蔡锷集》，第1424页。

⑥    蔡锷：《复戴戡电》（1916年6月4日），曾业英编：《蔡锷集》，第1417页。

⑦    庾恩旸：《云南首义拥护共和始末记》，王水乔、刘大伟主编：《护国运动文献史料汇编》第 1卷，昆明：云南人民出

版社，2015年，第372页。

⑧    「参謀総長宛山県少佐電報」（1916年 7月 3日）、JACAR Ref. B03050016200、『各国内政関係雑纂／支那ノ部』第

7巻、第237頁、日本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⑨    龚自知：《法帝国主义利用滇越铁路侵略云南三十年》，《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16辑，1982年，第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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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买得四千余枝，第二次买得一万枝”，如何解释这一差异呢？其实除了岑春煊借款所购武器外，

云南还通过赵伸携带现款另购了一笔武器。赵伸本来就担任云南兵工厂监督（一说会办），前往日本购

买武器并不奇怪。1916年 3月 12日，赵受唐继尧之命携带 8万元现金前往日本购买武器，据说在香港、

上海还可以再筹集一些①。赵经过一番辗转，4月29日才从上海出发②。按照王辅宜提供的价格，4000支

步枪共需7. 8万日元，接近赵伸所带款项，说明这批步枪很可能是赵伸通过自带款项购买的。

如上所述，日本对云南提供了 1. 4万支步枪、12门火炮、4挺机关枪及所附弹药。其中 4000支步枪

是云南通过现款自购的，其他是通过借款购买的。不过这些武器，运达云南已在 6月初，对袁死之前的

四川战局影响不大。其发挥作用，最早应该是在蔡锷由成都驱逐周骏的战事中。

二、两广护国军所获资金及武器 
如果说日本对云南护国军的援助主要是武器的话，那么日本对两广的援助如何？又是何时送到的

呢？前文提到1916年3月20日岑春煊从久原房之助处借得100万日元。军务院成立后担任岑春煊秘书

的章士钊回忆，自己由粤返沪后，黄兴由美国回国，黄“欲在西林之久原借款中，稍分一滴，以资因应”，章

却认为“款经用罄，商必无成，徒使桂系军人，蔑视吾党”，所以“终乃未经开口”③。黄兴 7月初由日本回

国④，章士钊见到黄兴当在此时。章士钊的话表明，岑春煊所借 100万日元有相当一部分为桂系使用，如

岑春煊所言，“西师始得东下”。这笔款项对于桂系东下及挺进湖南，有一定作用。另据梁启超所言，

1916年5月由广东前往上海时，岑春煊曾由借款项下交给他6000元，不过这笔钱梁最终并未动用⑤。

林虎称岑春煊军械借款所购武器包括“步枪一万四千五百支，速射山炮二十门，捷制是乃德重机枪

八挺，以及各种弹药”，与前文所言云南由日本所获武器数量不符，林虎所言是否就是云南所获武器？护

国战争期间在都司令部工作的陈树庭回忆，岑春煊由日本回肇庆后，由日本接受“一百万元现金，一百万

元军械”，准备在肇庆成立护国军都司令部后，即编成一个陆军混成旅，作为都司令部直属部队，并请林

虎负责此事⑥。林虎也回忆说，岑回国之后，他派人赴广西恭城、广东钦县，各募 1600人，“准备编成一个

混成旅”，作为自己的主力部队⑦。5月 20日，得知黄兴抵达日本（黄兴 5月 9日抵日）后，李根源、文群、章

士钊致电黄兴，其中提到“□□任第四师长，收集旧部约万，亦即出赣”。这里“□□”有缺字，从黄兴回电

来看，是指林虎⑧。原李烈钧第二军总参议高尔登 5月 20日向日本驻港总领事今井忍郎透露，之前内定

进军福建的林虎军将与自己所辖军队一起进攻江西，且“第一次将由日本接收的枪支，大部分应会分配

①    「石井外務大臣宛堀領事電報」（1916年 3月 12日）、JACAR Ref. B03050722400、『反袁動乱』第 5巻、第 159頁、日

本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②    「石井外務大臣宛有吉総領事電報」（1916 年 4 月 29 日）、JACAR Ref. B03050728100、『反袁動乱』第 11 巻、第 322
頁、日本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③    章士钊：《与克强相交始末》，《湖南文史资料选辑》第1集（修订合编本），1981年，第71页。

④    毛注青编著：《黄兴年谱长编》，北京：中华书局，1991年，第478页。

⑤    《梁任公慎重公款》，《时事新报》1916年7月18日，第1张第3版。

⑥    陈树庭：《我在护国军都司令部工作的经过》，《广西文史资料选辑》第22辑，1986年，第37页。

⑦    林虎：《我与陆荣廷联系讨袁护国的经过》，《护国讨袁亲历记》，第253页。

⑧    这封电报没有前后文，夹在日本外务省档案中。不过由其后黄兴通过石井菊次郎和太田喜平向李根源等回电来

看，此电是由太田喜平经石井菊次郎转达黄兴。林原拟任两广护国军第四师师长，后任护国军第六军军长。参见《李根源、

文群、章士钊致黄兴电》（1916年5月20日）、JACAR Ref. B03050730700、『反袁動乱』第14巻、第589頁、日本外務省外交史料

館；「太田領事宛石井大臣電報」、JACAR Ref. B03050731500、『反袁動乱』第15巻、第247頁、日本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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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林虎军”①。高尔登的话至少透露两项内容：首先，由日本而来的枪支即使在广东也尚未接收；其次，由

日本而来的枪支接收后大部分将会分配给林虎军。此外，据任职于李烈钧第二军警卫大队的陈润之回

忆，李烈钧部本来装备的是“单响、曼力夏、毛瑟、柜盖、九子、铜炮枪，甚至还有少数的鸟枪和古代的戈、

矛、叉等”，但到了肇庆以后，“武器已改用五响火日本的三十年式、村田等，本国的湖北造、粤造也有

了”②。李烈钧军队所装备的新武器，部分可能是在与龙觐光军队的作战中缴获而来，或许从岑春煊由日

本所购武器中也分得了一部分。考虑林虎所称岑春煊由日本购得“步枪一万四千五百支”，需要确认的

是这里的数量是广东所得数量还是广东、云南总共所得数量？

武器借款总额是考量武器数量的一个重要指标。目前尚未看到具体合同，所以没有武器价格与数

量的细节。不过辛亥革命时期革命党从日本购买武器的价格可以作为参考。1912年 1月，上海都督府

与三井物产签订借款合同，其中 25万日元用来购买 31年式野战炮 6门，31年式速射山炮 6门，机关枪 3
挺，各种炮弹 1万发，子弹 15万发③。这笔武器合同是经过内田良平之手签订的。据内田所保存明细资

料，每 6门火炮（按日本炮兵编制为一个中队）附有榴弹 1000发、榴霰弹 4000发，三十一年式速射山炮每

门2，431日元，榴弹每发15. 97日元，榴霰弹每发13. 97日元，机关枪每挺1，785日元④。

按照同样价格，云南通过借款所购 12门火炮（附榴弹 2000发、榴霰弹 8000发）共 172，872日元，4挺

机关枪（每挺附 5万发子弹）约 7，140日元，共约 18万日元。加上此前所言步枪 1万支，按王辅宜所说每

套 19. 5日元算（合计 19. 5万日元）⑤，总额约为 37. 5万日元，与第一次武器借款中约 40. 7万日元用于购

买武器接近。林虎所言步枪 14500 支约合 282，750 日元，速射山炮 20 门，若附榴弹 3000 发、榴霰弹

12000发，共约 264，160日元，机关枪 8挺（每挺附 5万发子弹）约需 14，280日元，共计约 56万日元。这一

数额，尚低于第二次武器借款中用于购买“武器和军需品”的 691，229日元，差价可能是炮弹数量及用来

购买军服等其他军需品的资金。林虎在回忆中称广西独立后，岑春煊在日本借得二百万元，并“雇了一

条日本商船连同军械开到广东肇庆，陆荣廷已先到肇庆等候”，有学者据以认为“4月 19日，岑在香港雇

了日本商船运军械”⑥。不过正如山县初男关于云南接收武器时间的回忆并不可靠一样，林虎这一回忆

中的时间也应该有误（见下文）。

综上所述，有理由判断，西南护国军由日本借得现款 100万日元，主要由岑春煊在广东支配使用。

武器及军需品借款约 110万日元，分两批拨付。第一批主要归云南使用，第二批主要归广东使用。所购

武器包括步枪约 24500支、速射山炮 32门、机关枪 12挺，附所需弹药，其中步枪 1万支运往云南，广东得

到约 1. 45万支，山炮 12门运往云南，广东得到 20门，机关枪 4挺运往云南，广东得到 8挺。这一数额，与

岑春煊所谓“两师炮械”比较吻合。另外，云南自购了4000余支步枪。

那么运往广东的武器是什么时候送到的呢？前述高尔登所言，表明广东护国军在 5月 20日仍没有

收到武器。而第二批武器借款合同签订在 6月。众所周知，6月 19日，李烈钧率领的在粤滇军与驻守韶

州的龙济光军队发生了冲突。为筹备即将到来的战事，双方纷纷调兵运械。据报纸报道，滇军“由某处

①    「石井外務大臣宛今井総領事電報」（1916年5月20日）、JACAR Ref. B03050730700、『反袁動乱』第14巻、第586頁、

日本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②    陈润之：《护国第二军始末简记》，《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46辑“云南护国首义亲历记”，1995年，第185页。

③    俞辛焞：《辛亥革命时期中日外交史》，第113页。

④    西尾陽太郎「北一輝の辛亥革命電文集について：内田家資料による（承前）」、『史淵』第107期、1972年、第99頁。

⑤    对于旧式武器来说，这一价格并不离谱。比如 1914年 10月，日本泰平组合与俄国签订合同，供应三〇式步枪 20
万支，每支配子弹 125发，共计 4，359，500日元，合计每支步枪（配 125发子弹）21. 8日元，与王辅宜所述价格相差并不大。

参见バールィシェフ、エドワルド「第一次世界大戦期における日露軍事協力の背景―三井物産の対露貿易戦略―」、

『北東アジア研究』第21号、2011年3月、第29頁。

⑥    刘伟铿：《反袁护国时的肇庆军务院》，《刘伟铿史学文集》，汕头：汕头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33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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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到过山炮廿四尊，每尊配有子弹千四百枚，经即运赴前敌”①。岑春煊“前因新□兵士甚多，枪支缺乏，

特向日本订购村田五响□（疑为“毛”字—引者）瑟枪五千枝，昨已由桂省装运到肇”②。7月 6日，林虎所

部新招军队千余人“已配有枪械”，暂驻肇庆大简墟飞机厂。③7月 11日，有民船数艘往肇庆运到“开花

炮、子母弹数百箱，炸裂品百余箱。此帮船只，系由下游驶上，箱面皆刷有山炮之炮子等字类，似某国装

式”④。另据《华字日报》7月 17日报道：“昨由雷坤兵舰拖带排船多艘抵肇，内载新枪约四五千枝，子弹约

三百箱，解赴都司令部。”⑤引文中之“某国”，皆指日本。日本所来的武器在6月底7月初纷纷由广西运到

肇庆，至少说明林虎回忆中所言 4月份武器已运到肇庆的回忆有误。而且枪支“五千枝”“四五千枝”源

源不断，说明此次武器供应的规模不小，与前述第二批武器的数额接近。这即表明，6月底之前，第二批

由日本购买的武器已运到广东。

另据媒体报道，源潭之役，“滇军纯以炮队见长”，“闻该炮系由某国运来，能于顷刻之间，连发□□四

响。炮身长约三尺，径约三寸，后膛大约五□，全身并无车轮，不能牵之使行。惟有三足鼎立，□与机关

枪相似。每炮一尊，支配炮兵四名，炮身重量极轻，搬运亦形利便云”⑥。此处描述的火炮式样，炮身短

小，绝非德式管退炮，而又没有车轮，应该是经过改造的日本三一式速射山炮。

以上所言为岑春煊在日交涉及后续事宜，那么军务院成立后与日本有无新的交涉呢？当然是有的。

军务院成立后，制订了北伐计划。军队数量增加，开支也相应扩大。5月 10日，岑春煊向日本驻肇庆领

事太田喜平及日本驻广东武官小野佛毅表示：“眼下资金困难，百事不能为。”⑦参谋本部驻扎肇庆的井户

川辰三5月12日报告，为实行上述北伐计划，岑等有意借款额为一千万元，其中二百万元为急需⑧。除岑

春煊提出借款外，5月9日，唐继尧也表示希望由日本借款五百万元⑨。

为与日方洽商借款及军械，军务院有意派梁启超前往日本接洽。对于梁启超任代表与日本洽谈，国

民党方面异议较多，日本方面对其又缺乏信任，加上日本对孙中山、黄兴的支持，日本属意黄兴任谈判代

表⑩。5月 9日，黄兴由美国抵达日本。5月 20日，孙中山也致电黄兴，请黄协助向日本借款购械􀃊􀁉􀁓。其他

方面也有请黄进行援助者􀃊􀁉􀁔。日方遂把军务院之借款与孙、黄之借款合而为一。6月 5日，黄兴之借款谈

判已大体成立。同日，黄兴电岑春煊：

电悉。实业借款一层，前途已允通融，所云前议，其内容乞即详电。惟弟经营长江一带及西北

各省，急需款约百五十万，已与交涉，伊欲于此批内先拨付，后另行设法。如尊处允诺，即由弟先签

①    《李烈钧谋粤之种种计划》，《华字日报》1916年7月1日，第3张第1版。

②    《桂省装运大帮军火到肇》，《华字日报》1916年7月4日，第3张第1版。

③    《都司令部军事汇记》，《华字日报》1916年7月11日，第3张第1版。

④    《都司令部军事汇纪》，《华字日报》1916年7月15日，第3张第1版。

⑤    《都司令部军防布置》，《华字日报》1916年7月17日，第3张第1版。

⑥    《滇军战具之追述》，《华字日报》1916年7月13日，第3张第1版。

⑦    「石井外務大臣宛太田領事電報」（1916 年 5 月 10 日）、JACAR Ref. B03050729700、『反袁動乱』第 13 巻、第 190
頁、日本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⑧    「參謀総長宛青木中將電報」（1916 年 5 月 12 日）、JACAR Ref. B03050730200、『反袁動乱』第 14 巻、第 345 頁、日

本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⑨    「參謀総長宛山県少佐電報」（1916年 5月 9日）、JACAR Ref. B03050729700、『反袁動乱』第 13巻、第 160頁、日本

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⑩    参见承红磊：《貌合神离：护国战争期间的梁启超与日本》，《近代史学刊》第23辑，2021年，第8—11页。

􀃊􀁉􀁓    孙中山：《致黄兴函》（1916年5月20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研究室等编：《孙中山全集》第3
卷，北京：中华书局，2017年，第295页。

􀃊􀁉􀁔    黄兴：《复养愚等电》（1916年6月2日），湖南省社会科学院编：《黄兴集》，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43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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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可即日汇粤。兴。歌。①

黄兴希望由此笔500万元借款中分出150万元为己所用，唐继尧与岑春煊在日本之代表赵伸与王侃

致电唐、岑，请予接受②。军务院与日本，在袁世凯去世前夕，已接近于达成新的借款协议。

袁去世后中国国内政局发生重大变化。6月 9日，龙济光取消独立，服从中央命令。军务院腹背受

敌③。此举对军务院尚有另一重影响，即此前军务院与日本接洽 500万元借款时，曾约定以广东省收入

作担保④。此时龙济光拒绝提供担保，军务院此笔 500万元借款面临难产⑤。鉴于当时怀疑段祺瑞对日

态度，日本政府确实有意同意此笔借款，以扶助军务院，但不能不顾及黎元洪态度。7月 8日，日本外相

石井菊次郎命驻华公使日置益向黎元洪打探，此时若循南方之意，提供借款，是否会对黎造成困难⑥。 7
月 10日，日置益向黎提出此事。黎由中央角度出发，表示反对，认为各地已经支出或将来应支各项应向

中央政府提出，若有必要借款，由中央政府采取适当措施⑦。黎元洪之拒绝，使日本面临两难。

日本政府尚在犹豫是否给予军务院借款，军务院突于 7月 14日由唐继尧以各抚军名义宣布取消⑧。

撤销军务院之举，对岑春煊及国民党人来说，可谓釜底抽薪，使其失去凭借，大额之借款再难成立。

日本在两广方面，向护国军提供了 100万日元现款、14500支步枪、20门速射山炮、8挺机关枪及所

附弹药。这些现款，对于桂系加入护国军阵营，有一定作用。但其武器，发挥作用已在袁世凯死后，即所

谓“驱龙之役”中。

结 语

护国战争期间，日本为达到“倒袁”并在中国确立“优越势力”的战略目标，对护国军给予了大力支

持。既往研究没有厘清日本对西南护国军资金和武器援助的总额，也没有辨析岑春煊所谓“日币一百万

元，并两师炮械”的真正含义。从西南护国军所获日本援助的总额来讲，100万日元的现金和约 28500支

步枪（包括云南自购4000支）、32门火炮、12挺机关枪的数额不能说是很大，但对当时已相当脆弱的袁世

凯政权来说，还是能起到相当作用。何况对身在局中者来说，由日本可以得到援助的预期以及有日本支

持从而必胜的信念也会影响其选择。不过日本的支持在不同地区所起作用不同。在云南，日本对护国

军的援助到达较晚，对实际战局影响非常有限。在广东，日本的资金和武器援助对桂军东下和之后的

“驱龙之役”起了一定作用。

①    此电已出之各集未见收录者。「太田領事宛石井大臣電報」（1916年 6月 6日）、JACAR Ref. B03050732900、『反袁

動乱』第17巻、第403頁、日本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②    「太田領事宛石井大臣電報」（1916年 6月 6日）、JACAR Ref. B03050732900、『反袁動乱』第 17巻、第 405頁、日本

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③    《大总统关于粤省取消独立申令》（1916 年 6 月 21 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云南省档案馆编：《护国运动》，南

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785页。

④    J.  W.  Jamieson to John Jordan， Jun.  15， 1916， FO 228/2737/37， The National Archives， U.  K.
⑤    「参謀総長宛青木中将電報」（1916 年 6 月 17 日）、JACAR Ref. B03050015400、『各国内政関係雑纂／支那ノ部』

第 6 巻、第 344 頁、日本外務省外交史料館；岩村成允筆記「石井外務大臣ト黄興氏トノ会談要領」（1916 年 6 月 29 日）、

JACAR Ref. B03030287700、『袁世凱死後ノ際ニ於ケル対支政策一件（極秘）松本記録』、第385頁、日本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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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国战争期间西南护国军接受日本资金、武器考

正如既有研究所指出，护国战争的爆发，与日本并无直接关系①。由于内部分裂及士气不振，在日本

援助实际到达西南之前，北京政府即已无法平定云贵护国军，从而不得已于 3月 22日取消帝制②。由此

可见，考虑日本与洪宪帝制运动成败的关系时，应结合日本政策变化的过程和具体实施中对中国政局带

来的影响审慎评估。不过帝制取消时日本对西南护国军的实际援助尚未到达这一事实，即提醒我们对

日本援助护国军所产生的作用，既不应低估，也不应夸大。而且袁世凯在6月6日即已去世，此时日本对

西南护国军的武器援助不过刚刚到达而已。难以认为日本对护国军的支持在帝制运动的失败和袁世凯

的败亡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An Examination of Japanese Funding and Arms Supplies to the Southwestern National 

Protection Army during the National Protection War

Cheng Honglei

Abstract：During the National Protection War， the southwestern National Protection Army received a certain 

amount of funding and arms support from Japan. However， this assistance was entirely driven by Japan’s own 

strategic interests， rather than any genuine sympathy for China’s democratic and republican cause. Moreover， the 

support did not come directly from the Japanese government； instead， it was primarily funded by private capital， 

albeit with the encouragement of the Japanese authorities. The financial and military aid provided by Japan to the 

Southwest National Protection Army mainly included 1 million yen in cash， 28，500 rifles （including 4，000 

purchased independently by Yunnan）， 32 guns， and 12 machine guns. In Yunnan， the Japanese weapons arrived in 

early June 1916， having little impact on the military situation. In Guangdong， the cash provided by Japan did play 

a certain role in facilitating the eastward advance of the Guangxi army. However， the Japanese weapons and 

equipment for the National Protection forces in Guangdong and Guangxi did not arrive until late June， playing a 

role primarily during the “Campaign to Expel Long”驱龙之役 . Given that Yuan Shikai 袁世凯 canceled the 

imperial system on March 22 and passed away on June 6， it can hardly be argued that Japanese support for the 

National Protection Army played a decisive role in the failure of the monarchy movement or Yuan’s eventual 

downfall.

Keywords： the National Protection War； the southwestern National Protection Army； Japanese Fund and 
Arms； Yuan Shik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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